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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使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对江西山江湖 4 县( 市) 的 508 户农民和青海三江源玛多县 151
户牧民进行住户访谈，使用生态时限法和 EXCEL 统计方法理解他们对初始参与生态建设工程

的响应差异。结果表明:①山江湖农民参与生态建设的直接行为体现为投工投劳参与完成政府

主导的山场造林，而三江源牧民的初始直接参与则体现为以少畜或无畜牧户为主的生态移民。
对农牧民被动参与生态建设的调整上，山江湖仅需要进行产权明确，让农户自行参与和收益，而

三江源的牧民行为调整并不仅仅是提高安置补偿费用和年限的问题，而更多地要考虑牧民宗教

习俗的变迁;②山江湖农户的间接参与是在外来力量胁迫或冲击下自身利益最大化和产生有助

于山场恢复的响应，主要受制于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提升、养殖风险增大等的驱动，而不是农

户的自觉行为，而三江源牧民的间接参与主要是在政府引导下传统牧业行为发生变迁的结果，

“禁牧-围栏-减畜”是适宜于草场压力减轻和不完全改变传统牧业行为的牧民间接参与的首选

响应;③山江湖农民转产具有较大的主动性，是农民综合权衡农业和非农收入差距的基础上作

出的理性选择，转产后的生态效应展现出山场压力的长效减轻，反弹风险降低，而三江源牧民转

产则显示出很大的被动性，是政府和牧民在对“清贫富饶”博弈后，由政府主导为牧民提供培训、
就业、教育等机会和优惠政策下牧民被动参与的结果。转产后草场生态好转的反弹风险较大。
该研究结果有助于为集中型生态重建和减压型生态恢复的生态建设工程中农牧民参与提供更

为有效的数据和思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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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建设工程的初期上马，大多源于国家或地方政府，基于区域或地方的生态退化已经

或将要对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一定影响时，而采取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恢复与

重建措施
［1］，如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的江西山江湖区的山江湖工程

［2］
和 90 年代末

期的青海三江源区的生态治理工程
［3］

是现存生态恢复与建设的典型代表，前者是在生态系

统完全受损的状况下展开的生态系统重建，后者则是在退化生态系统上进行的生态系统恢

复，同时，前者农民的参与是在完全没有脱离原有生计来源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发生的，而

后者牧民则完全脱离原有生活方式和生计来源，但它们分别可归纳为具有典范意义的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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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型生态建设工程的范式: 集中型生态重建和减压型生态恢复。生态建设工程作为

改善生态和惠及农牧民的政府行为，少不了广大农牧民的积极参与，但分析现行农牧民参与

生态建设工程的实践情景，发现生态建设工程措施的制定和实施虽然带有农牧民参与的影

子，如乡村基层干部、农牧民代表等，而措施的最后形成往往都体现国家需求和地方政府的

意愿，农牧民参与行为的体现则相对较弱
［4］。生态建设措施实施的初期，农牧民的初始响

应行为只能是被动参与，且其参与的行为往往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外部不经济性
［5-6］。究其

原因，农牧民与政府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利益博弈，而且，生态建设措施制定阶段，农牧民也不

一定能够理解生态建设是否能给其现在或今后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当然，农牧民参

与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也就不可避免。尽管江西山江湖和青海三江源在自然环境、经济条

件和农牧民生活方式间差异巨大，生态工程的实施方法和主体也有很大的差别，但综合分析

江西山江湖和青海三江源农牧民参与政府主导的生态建设工程的初始参与行为，可归为: 直

接参与行为( 如山场造林、生态移民) 、间接参与行为( 如管理调整、以草定畜) 、转产参与

行为( 如理性外出、被动再业) 等，但不管是何种参与行为都蕴含着农牧民对工程本身初期

上马的理解和偏好。本文拟分析生态建设初期，江西山江湖和青海三江源农牧民的初始参

与响应，对比和识别参与响应的过程及参与行为的可借鉴性，凝练比较结果，以为现在或今

后国家层面重大生态建设工程的安排和措施制定与实施提供综合决策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区域概况

( 1) 江西山江湖区

在山江湖区选择泰和、井冈山、兴国和宁都为样区进行农民初始参与山江湖工程的响

应研究。该区幅员面积 11 225 km2，总人口 209. 6 万人，自然与社会经济状况详见表 1。截

至目前，山江湖区实施的主要生态建设措施有: 贴息贷款造林、消灭荒山造林、退耕还林、
生态公益林建设及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具体地，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与生

态恢复，如泰和千烟洲、兴国果溪河和绊溪以及宁都梅江河等; 以天然林保护为目的的保护

区建设，如井冈山及各天然林区; 以配套辅助为系统的惠民减压措施，如开发经果林木、改

建造省柴灶、兴修沼气池等。而且，为促进样区农户致富，地方政府和林业部门鼓励农户铲

山垦扶，如毛竹和油茶林的低改等。

表 1 山江湖样区自然、社会经济概况

Table 1 Natural and socio-economic situations in Mountain-River-Lake

县( 市) 坐标
面积

/km2
林地

/104 hm2
人口

/104人
气候 地貌 植被 乡镇 村

人均年纯

收入 /元

泰和
114°57' ～ 115°20'E
26°27' ～ 26°59'N

2 666 14. 13 50 中亚热带

东部季风

山地、丘陵

和平原

杉木、湿地松、
马尾松、毛竹等

22 367 3 339

井冈山
113°49' ～ 114°23'E
26°27' ～ 26°49'N

1 297 12. 65 15 中亚热带

季风
山地、丘陵

毛竹、杉木、
杂阔等

17 106 2 913

兴国
115°01' ～ 115°51'E
26°31' ～ 26°41'N

3 209 24. 17 73. 2 亚热带季

风湿润
山地、丘陵

马尾松、
杉木等

25 370 1 358

宁都
115°40' ～ 116°17'E
26°05' ～ 27°08'N

4 053 29. 34 71. 4 亚热带湿

润季风
山地、丘陵

马尾松、
杉木等

24 347 1 591

由于上述措施的实践，泰和千烟洲小流域红壤丘陵区，已形成“丘上林草丘间塘，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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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地果与粮，畜牧水产相促进，加工流通更兴旺”的产业链结构，在有效控制水土流失的同

时，大大促进当地居民收入的提高
［7-8］。兴国县实现“六减六增”的治理效益，在“保生态，惠

民生”间获得双赢
［9］。宁都小流域治理 5. 39 × 104 hm2，年土壤侵蚀量由 1986 年的 484. 4 ×

104 t 降低到 249. 6 × 104 t; 2000 年 47 条已治理小流域内农户人均年纯收入达 2 700 元，高出

全县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的 60%［10-11］。
( 2) 青海三江源区

在三江源区选择“黄河源头第一县”———玛多县为样区进行牧民初始参与生态建设工

程的响应研究。该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 ( 96°55'～ 99°20'E，33°50'～ 35. 4°N) ，幅员面积

2. 4 万多 km2，人口 10 890 人。该县属典型的牧业县，2005 年牧业产值占全县 GDP 收入的

46%，牧民人均年纯收入 1 899. 9 元。80% 以上人口为藏民，信奉藏传佛教，藏民的不杀生

和看待财富的价值观，常以自己拥有的家畜数量来衡量其财富多少，且主要畜产品大多供自

己食用或用于交换急需的生活必需品
［12］。已有数据显示

［13］，1978—2005 年的 28 a 间，玛

多县牲畜数量和草地压力指数呈下降趋势，但目前并未有再度减轻的迹象，1978 年玛多县

牲畜存栏数 105. 53 × 104
羊单位，为当时草地理论载畜量的 1. 61 倍。

即是说，虽然近 28 a 来，草食家畜饲养量和草地载畜压力指数呈降低趋势，但 20 世纪

70 年代的退化格局已经形成，使得目前较小的超载扰动就可能带来较大的退化现象发

生
［14］。为减小草地的压力，国家于 2004 年在整个三江源区实行了生态移民，从减压的角度

恢复源区草地生态系统的健康演化。2003 年，国家投入 3 016 × 104
元用于生态移民，在玛

多扎陵湖乡试点开展，随后铺开到黄河和黑河乡，实施生态移民、围栏禁牧、饲料粮补等措

施
［15］。截至 2005 年底，生态移民 1 396 户 6 166 人，禁牧草场 372 689. 93 hm2，减畜 138 014

只羊单位，饲料粮补惠及 423 户牧民，补偿资金 246. 9 × 104
元。

1. 2 数据获取

山江湖区: 为体现不同地貌景观带来的影响和差别，研究分山地、丘陵和开阔河谷进行

访谈村庄和农户的随机选择，但入户方式、地点和类型不拘一格。入户方式既包括单一农

户访谈，而更多则是多户统一访谈; 访谈地点有农户家中、田间、山场和林木加工地; 访谈

户型有农户、村护林员、原( 现任) 村干部、林管员和乡( 镇) 干部。但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方

式，访谈目标就是要找到近 30 a 来的山场变化状况，以及农户如何参与山场变化又是如何

从中受益的等方面知情人。2008 年 3 月 25 日至 4 月 24 日对样区进行了直接参与式访谈，

参加访谈人员直接到农户生产、生活或工作的地方访谈，而没有地方政府的参与或配合，内

容涉及村庄山场造林、山场管理、生态变化、家庭收入及来源、养殖与用柴等。
三江源区: 借助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和资源研究所三江源课题组于 2006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30 日和 2007 年 7 月 15 日至 8 月 15 日的两次野外考察资料，主要涉及牧户访谈、牧业

政策中的政府和牧民行为的变化，以及现有资料文献的相关研究结果和描述。但与山江湖

区所进行的方式不同( 绕过当地政府的参与，直接进行农户访谈) ，访谈是在当地政府的配

合下展开的，借助样区草原站对当地牧民、草地、生态移民等的理解进行的。内容涉及牲

畜存栏、放牧方式、对生态移民理解和响应、移民后生活渴望等。
1. 3 数据分析

山江湖区参与式农户访谈覆盖了 4 个县( 市) 的主要地貌景观区，涉及 61 个乡( 镇) 、
181 个村、508 户( 其中，山地 271 户，丘陵 193 户，开阔河谷 44 户) ，不论从调查地貌景观、
村庄和农户选择，还是调查入户方式、地点和户型来看，访谈收集到的数据都具有较强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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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现有开阔河谷的数值低不是样本量低导致的，而是本身的环境导致的。
三江源区牧户访谈 151 户，而根据调查设计，调查户主必须为成家 25 a 以上的牧民，文

中所使用的有效调查户数为 102 户，因为只有这些牧户才有可能了解其所生活范围内草地

状况的变化，以及各变化阶段牧户行为的差异与适应性调整。
将收集到的数据按时间先后顺序标在一条数轴上，展开某一时段农牧民参与响应和相

应原因的生态时限分析( 即常说的生态时限法) ，山江湖区根据造林主导主体、投入来源、
未造林原因、造林管理、外出务工、用柴和养殖量变化等方面的重要性次序，统计相关调查

结果，借助 EXCEL 软件进行分析，识别近 30 a 山场生态建设过程中，农户初始参与行为的

响应和存在的问题。但是，不同地貌间的数据并未分别进行统计，而是放在一起进行分析，

同时，对于同一问题的选择均是不定项选择( 可选一项，也可选多项) ，为此，具体统计时对

同一问题的认识比重加和常常大于 100%。
三江源区基于牧民参与响应方面的表现，分析生态移民开展以来，玛多牧户的参与过

程、未迁移牧民放牧模式变化、草场建设投入、再就业渠道与培训等。对比山江湖和三江

源农牧民初始参与生态建设工程的响应，找出影响农牧民初始参与生态建设的适应性行为

调整对策。

2 结果与分析

2. 1 直接参与行为

生态建设工程开展初期，农牧民初始直接参与行为的被动性成为其响应生态建设的共

性特征。山江湖区农民的直接参与响应主要以对山场生态建设的感知为切入，如造林主导

主体和投入是由谁来承担，造林规模是多少，具体分布在哪些区域，未开展大规模造林的原

因是什么，等等，而三江源区牧民的直接参与主要体现在牧民对离草弃畜的生态移民的理解

和响应程度。
农民在林业部门和村集体主导山场造林情况下的投工投劳是直接参与生态建设工程的

主要行为。山江湖区的主要造林阶段 划 分 为 三 个 时 期: 1984—1986 年 贴 息 贷 款 造 林、
1990—1994 年消灭荒山造林和 2001—2003 年退耕还林。不同阶段造林均以林业部门和村

集体的主导为主体，尤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80 年代以后的山地和丘陵区农民直接参

与山场造林的主动性增强，农民的积极性甚至超过林业部门的作用。山江湖建设初期，农民

毫无开展山场状况改善的能力，而只有林业部门和村集体才能扮演改善山场生态完整性的

主导主体。对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前，67. 52% 的受访农户认为，主要由林业部门和村集

体主导山场造林，而认为农户自行主导的仅占受访农户的 6. 30%［图 1( a) ］。但是，林业部

门和村集体的主导也离不开农民的被动参与，即农民投工投劳参与造林和管护，否则，就不

可能完成山场生态的建设过程。对比前一阶段，80 年代中期后的农民参与积极性显著提

高，26. 5%的受访农户持这一态度。不同地貌造林主导主体间虽然也具有上述趋势，但山区

林业部门和村集体主导的造林明显高于丘陵地区。不同的造林主导主体凸显对生态建设重

视程度的差异，山地丘陵区常是生态环境脆弱区，而且治理过程也不是一家一户所能完成，

林业部门和村集体主导也就不可避免。
林业部门和村集体主导的山场造林投入主体当然也是由他们来承担。92. 13% 的农户认

为种苗由林业部门和村集体配给，而认为农户也自行购买部分或全部的占33. 07%［图 1( b) ］。
不同地貌间，农户自行购买的主要出现在丘陵地区，尤以泰和最多( 54. 12% ) 。林业部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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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集体的主导有助于从宏观上治理山场生态退化的整体格局，但参与的行政执行成本要较

农户自行参与的高得多，倘若农户的初始参与得不到预期收益，其被动参与行为也不会长

久，而且，有可能会因农户的不理解而产生更大的生态问题。如当问及山场未造林的原因

时，尽管 67. 71%的认为山场本身就有很多树，不需要造林，但仍分别有 10. 42% 和 15. 63%
的认为种了也没有收和种了也不长。对此，必须重视这部分农户的想法，因为他们不仅自己

不参与，而且还会影响周围其他农户的参与行为，甚至毁林和破坏山场。

图 1 山江湖样区造林主导主体分布及投入来源渠道

Fig. 1 The distributions of afforestation main leader and input sources in Mountain-River-Lake

农户投工投劳的被动直接参与在山江湖区还体现在对曾经参与的造林规模都不曾认

知。图 2( a) 表明，受访农户对造林的区域分布比较清楚，如附近山场、坑田、交通和河

( 库) 岸等。89. 17% 的认为造林主要分布在山场，而 48. 62% 的则认为是从保持交通和河

( 库) 岸生态的角度出发开展的。但当问及“造林规模”时，64. 57% 的受访农户并不知道曾

经参与的山场造林面积，而仅 21. 65% 的农户和 40. 16% 的村干部知道部分，甚至有的农户

对分给自家的造林面积也不清楚［图 2 ( b) ］。参与造林而不知道造林规模，只能体现农户

参与造林的盲目性和被动性。不同地貌间，山区农户因生活靠山( 以林为主) ，其对山场造

林规模的认知要较丘陵区好些，约 12. 99%的农户知道山场造林规模，而丘陵区仅 7. 68% 的

相对清楚( 大多是以往的护林员或村干部) 。可以说，山场造林规模及其区域分布，作为最

直观的衡量农户初始参与造林积极性的最好体现，是农户参与生态建设的直观响应。

图 2 山江湖样区造林面积及区域分布

Fig. 2 Afforestation area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in Mountain-River-Lake

三江源区牧民初始参与生态移民的直接响应就是离草弃畜。表面看，像张进林
［16］

描述

的那样，牧民直接参与三江源生态移民的积极性颇为较高，自 2004 年黄河源区第一批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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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生态移民”启动以来，玛多县实施的禁牧搬迁牧户已达 400 户( 1 550 多牧民) ，且据调查

尚有 600 多牧户主动提出搬迁。但实际上笔者对玛多县已搬迁牧户的访谈发现，受“超载

过牧—草场退化—载畜降低”的驱动，现行移民牧户大多为无畜或少畜的牧户，约占总访谈

牧户的 68. 3%，而牲畜较多的移民户仅占 30. 7%。详细分析发现，大多数被访搬迁户 10 多

年前牲畜数量常常较多，生活既“温”又“饱”，但长期的超载过牧使得草场载畜能力大为降

低，当降低到难以维持家庭基本生活所需的牲畜数量时，牧户就借助政府主导的生态移民而

选择搬迁。一方面，算作对政府主导生态建设工程的支持和理解，另一方面，牧户又可从政

府那里得到较搬迁前饲养牲畜更多的收益。否则，牧户就不可能首选移民搬迁，现行的搬迁

仅是牧户应对草场日趋退化的一种无奈的现实选择。
然而，就牲畜较多的搬迁牧户看，大多并未从参与生态建设的角度出发，而是基于现行

生态建设措施的不完善做出的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抉择。在三江源的生态移民过程中，

搬迁补偿以户为单位，每年每户补助 8 000 元，补偿期为 10 a。较低的补偿标准和无视每户

人口的多少及拥有牲畜数量的差异，使得两种拥有较多牲畜的牧户搬迁成为可能。第一种:

既然按户补偿，对于弟兄较多的家庭，就会考虑一或二户搬迁享受政府每年的 8 000 元补

贴，而将拥有的牲畜留给自家兄弟饲养，即人走畜留，草场压力并未减轻。第二种: 按户补偿

也促使大量正值读书的孩子和体弱多病老人与自己家人分离，出现孩子和老人搬迁，享受每

年补贴和求学、就医等优惠移民政策，而真正掌控牲畜需要搬迁的牧民依然留在草地上。
上述 30. 7%的牲畜较多的牧户参与，其实就是这两种情况的汇总。

以上可看出，由于山江湖区的生态建设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重建，农民并未脱离原有

的生活方式和生计来源，农民对山场生态建设的初始参与相对积极，而尽管初期的造林主体

和投入大多由林业部门和村集体承担，甚至部分受访农户对被动参与造林的规模和具体分

布区域都未曾清楚，但他们终究还是投工投劳参与完成政府主导的生态建设工程。但三江

源区的生态建设因采取牧民离草弃畜式的减压恢复，牧民要直接参与生态建设就需要移民

搬迁，即要冒着改变生活方式和重新建立生活来源的风险，倘若搬迁补助抵不上搬迁前的收

益或不能使其生活较搬迁前更好，牧民很难积极参与，也就使得搬迁牧户主要以少畜或无畜

为主。但真正的牧畜大户，则因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不愿迁移。如移民后政府按户所发

放的补助仅相当于 2 ～ 3 头牛的价格，而 10 a 后的这一补助也将停止发放。因此，生活依靠

牛羊、希望来自牛羊繁育的 83. 9%的多畜牧户不愿迁移。
当然，对农牧民被动参与生态建设的调整上，山江湖区则相对简单得多，仅需要进行山

场产权明确并给予规范，让农户自行参与和收益，而三江源区的牧民行为调整则由于宗教习

俗等原因而困难得多，并不仅仅是提高安置补偿费用和年限的问题，而更多地要考虑牧民宗

教习俗的变迁。
2. 2 间接参与行为

间接参与生态建设主要体现为农牧民对生态建设工程的辅助参与行为，即可间接有助

山场生态重建和草场减压恢复的行为，如山江湖区油茶林“低改”减少、养猪数量减少、造

林直接穴栽等管理调整行为，而三江源区则大多涉及与草场基本生态建设有关的畜棚、圈、
灭鼠、种草等以草定畜做法。

油茶林“低改”减少和造林直接穴栽是山江湖区农民间接参与生态建设的首要管理调

整行为。油茶林“低改”因外出务工人员较多，加之气候变暖导致油茶产量较低，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后，60. 09%的农户认为仅部分进行，26. 32%的认为已经荒弃并逐渐演化成次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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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残山［图 3( a) ］。而且，现有山场造林直接挖穴栽种，禁止炼山。同时，农村劳力的外出，

用柴量的减少，也使得林下杂灌很少被清理，但 14. 57% 的农户认为仅对经济效益较好的林

果进行清理［图 3( b) ］。油茶林“低改”减少、炼山禁止和清理很少发生，致使土壤表层不

被松动，近地表植被不被清除，降雨时，雨滴对地表的打击强度因近地表植被的阻挡和紧实

表层土壤的抗击能力强，而使得降雨对表土的侵蚀能力降低。更为重要的，山江湖工程开展

初期，引进德国参与式方法，开展系列与种植( 果) 、养殖( 猪) 发展等有关的技术推广和培

训，形成“猪-沼-果”一体化生物开发模式，不仅解决山江湖工程的治穷根本，而且生产清洁

替代能源，降低向山场索取柴火的可能性，有利于林下植被的立体化演化。

图 3 山江湖样区油茶林“低改”和山场清理

Fig. 3 Camellia forest“low efficient forest transformation”and mountain field cleaning in Mountain-River-Lake

以家庭为单位的生猪饲养量减少是山江湖区农民参与生态建设的又一重要的管理调整

行为。养猪需要以熟食为主，访谈发现一头猪每天用柴相当于两个人的用柴量，而养猪的减

少，大大缩小了农户因用柴对山场的扰动，有利于山场植被的恢复。80. 71% 的受访农户

2000 年前家中至少饲养 2 ～ 3 头猪，而 64. 57% 的认为 2006—2008 年间 10 ～ 20 户才养 1 头

猪，甚至 32. 87% 的认为一个村庄都没养 1 头猪［图 4 ( a ) ］。造成养猪量降低的原因，

74. 41%的农户认为单户养猪风险过大，且家中也缺乏劳力［图 4 ( b) ］。详细分析，养猪周

期长( 8 ～ 12 个月) ，且易于生病，而出栏时的定点屠宰费用较高( 50 ～ 100 元 /头) ，这样，养

猪效益不高，农户积极性较低，其结果使得家庭用柴大大减少，林下植被因很少清除也渐渐

恢复，山场环境也慢慢变好，从而有助于生态工程的建设。类似地，劳动力的外出也具有上

图 4 山江湖样区生猪饲养变化及其原因

Fig. 4 Changes for pig breeding and their reasons in Mountain-River-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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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效应，而且，煤电气的替代也大大减少家庭用柴。综合作用的结果，山场林下沙化、次生

水土流失等都会很少出现。
“禁牧-围栏-减畜”是三江源区新探索出的牧户可间接参与生态移民的以草定畜途径。历

史上的“四配套”措施在三江源区的实施效果并不显著，如 1998 年至今，玛多县修建的牧民定

居房屋达 3 407 间( 可供 1 222 户牧民居住) ，修建牲畜暖棚 1 100 个( 共 6. 6 × 104 m2 ) ，面对如

此浩大的生态建设工程，牧民的入住率也非常高( 达 75% ) ，但因年使用效率不高( 年仅用两个

月) 而使得效益欠佳。更为重要的，在牧民直接参与生态移民因补偿标准低、补偿方式单一等

影响下受阻时，为配合生态移民的开展，强化牧民的间接参与响应，2003 年以来，玛多县就开始

转而寻求“禁牧-围栏-减畜”间关系的分析和试点。由表 2 和图 5 可看出，在玛多县试点示范

的基础 上，2003—2005 年 间 三 江 源 区 借 助 83. 5 × 104 hm2
围 栏 的 修 建，实 现 了 82. 7 ×

104 hm2
天然草场的禁牧，并减畜 30. 08 ×104

羊单位。更为重要的，围栏建设的展开迫使 2 607
户牧民( 7 966 人) 间接参与其中，有力地支持了三江源区生态建设工程的开展。

表 2 三江源样区配套生态建设

Table 2 Supporting ecological building in Three-River Headwaters

配套建设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牧户 /户 388 823 1 396

牧民 /人 1 800 6 166

禁牧 /104 hm2 37. 2 8. 23 37. 27

减畜 /104 羊单位 11 5. 28 13. 8

饲粮变现补助 /104 元 246. 90

图 5 三江源样区围栏建设

Fig. 5 Fence building in Three-River Headwaters

当然，“禁牧-围栏-减畜”本身即是政府在

分析已有生态建设措施存在问题的基础上设

计出的专门为提升牧民间接参与生态恢复的

新思路，毫无疑问，思路的践行离不开政府的

主导参与，但更少不了牧民的间接参与。单

就围栏建设看，2003 年以来的增加速度较

1986—1995 年间更为迅速( 图 5 ) ，而围栏建

设的增加势必将更大范围的退化天然草场

保护起来，禁牧、减畜和移民随之发生。但

就玛多县来看，尽管“禁牧-围栏-减畜”是率

先在此试点并将经验向整个三江源区推广

的，但因按户补偿的方式有碍公平，使得牧户间接参与“禁牧-围栏-减畜”的积极性大大受

挫。很显然，牧户间家庭人口差别较大，家庭人口多的特别是多于 5 人的认为一旦参与“禁

牧-围栏-减畜”也就意味着吃亏。其结果，2003 年玛多县完成的禁牧任务仅相当于预期的

37. 11%。因此，尽管服务于牧民间接参与的“禁牧-围栏-减畜”思路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

在有碍牧民间接顺畅参与的问题。
对比农牧民的间接参与行为发现，山江湖区的农户间接参与是在外来力量的胁迫或冲

击下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而不是农户的自觉行为。工业化和城市化促使非农劳动力价

格的提高，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业“析出”，从而诱使农村劳动力的缺乏和由其带来对

山场索取依靠或扰动的减少。如“低改”的减少即是受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提升、气候变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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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驱动而发生的，“清山”的减少除受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提升外，主要受制于政策禁止

炼山的限制，生猪饲养量的降低关键是劳动力的减少、饲养风险的增大等影响，等等。而三

江源区的牧民间接参与主要是在政府间接引导下传统牧业行为发生变迁的结果，如禁牧、
围栏等。在直接的生态移民受阻的情况下，适应于牧民的不完全脱离原有传统牧业的政策

行为成为三江源区生态建设工程的首选。如让受藏传佛教深刻影响下的牧民完全脱离原有

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来源不太现实时，“禁牧-围栏-减畜”即成为地方政府与传统牧民间“博

弈”的现实选择。即类似于农民的兼业行为，借助围栏的禁牧和减畜是一全新的牧业生产

方式: 牧民在以草定畜下从事放牧行为，有助于生态压力的减轻和生态系统的恢复。
山江湖区农民间接参与是在外来经济拉力和内部贫困推力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有助

于山场恢复的行为响应，而三江源区牧民则是在政府扬弃传统牧业行为的基础上，参与的有

助于草场减压和不完全改变传统牧业行为的响应。当然，拉力和推力共同作用的农民间接

参与行为，相对于政府主导的牧民行为的改变容易得多，间接参与也相对顺畅得多，预期结

果也相对较好。但牧民不会完全排斥“禁牧-围栏-减畜”措施，而只是一段时间的理解偏差，

带来执行过程或结果与预期有一定的差距。
2. 3 转产参与行为

农牧民转产属现行重大生态建设工程所必须考虑的关键性参与行为，是直接转移脆弱

生态区人为扰动的根本做法，且日益受到农牧民的喜爱和支持，具有“生态-生产”双赢的功

效。山江湖区的农民转产涉及外出务工及其所带来的转移效应，如用柴量减少、坑田荒弃

等，而三江源区的牧民转产则包括政府为牧民所提供的非牧就业、培训、信息服务、系列优

惠措施等。
山江湖区农民理性外出务工是对生态建设工程的有力转产参与响应。农访发现，

38. 19%的农户认为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占全村劳动力的 50% ～ 70%，而 22. 64% 的认

为甚至达到 70%以上，且认为 30%～50%的农户也达 31. 69%，但认为转移人数 30%以下的

则仅占访谈农户的 8. 66%［图 6 ( a) ］。可以说，外部拉力和内部推力作用下大量农民外出

务工，类似于生态移民，减少因经济需求对山场的索取扰动，有力地支持工程治穷的根本目

标。不同地貌间山区劳动力务工明显高于丘陵区，更高于开阔河谷区。访谈中，山区分别有

19. 29%和 19. 09%的农户认为劳动力外出在 50%～ 70% 和 30%～ 50%，而认为外出在 70%
以上的农户也达 10. 24%。山区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少，经济发展较丘陵区贫困，在存在较

多富裕劳动力的情况下，面对高强度贫困推力和非农收入较高拉力的作用，为增加家庭收

图 6 山江湖样区外出务工人员比重和用柴量变化

Fig. 6 Propor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changes in wood in Mountain-River-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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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改善生计方式，农民必将转而寻求更高收入的生产决策，外出务工也就易于出现。而丘

陵或开阔河谷区人均耕地较多，又属人工林主要分布区，现有耕地的耕种和山场的管护就需

要大量劳力，且从事农林业的年收入较外出务工并未有多大差异，为此，农民较少外出务工。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大生态效应体现为家庭用柴的变化和原开发田地的退耕或弃耕。

由图 6( b) 可知，外出务工后，66. 93%的农户认为家庭用柴减少为务工前的 1 /20 ～ 1 /5，而用

柴变化 1 /2 的农户为 22. 05%。外出务工不仅增加收入，减少家庭用柴，而因劳力不够饲养

尤其养猪减少，也减少家庭用柴。当然，用柴减少也与灶改和替代能源的使用有很大关系，

但使用替代能源的农户在山区较少，常常就近取柴。用柴的减少，农户大大降低对山场林下

杂灌、茅草、杂树等的清除强度，这样，山场树木的立体结构不会遭到扰动，水土流失、林下

沙化等的发生得到抑制。可以说，农户的转产就业实际上也是对山江湖生态建设的参与响

应。不同地貌看，减少用柴最多的主要出现在山区，而山区也正是治水、治山和治穷的重

点，某种意义上，这更说明转产对山场生态重建的益处。
劳动力的外出带来的坑田退耕或弃耕有利于山场生态环境的改善。山里的田土一般不

种，在问及“那些田土更容易被退耕或弃耕?”时，91. 85%的农户认为坑田( 有野猪) ，而认为

距离远的或质量较差的分别仅占 17. 24%和 12. 54%［图 7( a) ］。坑田常是在“以粮为纲”和

“家庭联产承包”初始阶段村集体或农户自行开垦的山坑边角荒地，当然，短期内边角荒地

的开发会有一定的收入，但长期耕种的结果，会诱发大量的水土流失、景观连通性受损等生

态问题。而且，坑田区一般野猪较多，加之，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促使“人退猪进”，更使

得坑田易于遭受野猪的侵袭，常常种了也没有收。另外，伴随现代农业生产投入( 化肥、农

药、耕种等) 的提高［图 7 ( b) ］，即便家中有留守劳力也不愿耕种那些坑田 ( 好田还种不

完) 。这均驱使坑田易于退耕或弃耕，其实，坑田本身就是不宜耕种的荒山荒坡被强行地开

发为耕地，现在的退耕或弃耕只不过是还原其本来的覆被类型。农田的荒弃关键是要看所

处位置和开垦前来源类型，山江湖区坑田( 原来农户自行开发的荒山荒坡) 的荒弃退耕就有

利于山场水土资源的保持以及由开垦导致生态失衡系统的恢复重建。

图 7 山江湖样区外出务工后坑田荒弃原因和化肥、农药涨价对种田的影响

Fig. 7 The pit fields abandoned after migrant workers and impacts of fertilizer and pesticides rises in

price on farmland in Mountain-River-Lake

三江源区牧民被动再就业更为配合生态移民和退牧还草的做法提供有力的转产支撑。
如前所述，三江源区实行的减压恢复式的生态建设模式，移民基本完全脱原有的生计来源渠

道，为确保牧民“移得出，安得稳，逐步能致富”目标的实现，政府设法帮助移民建立稳定持

续的新的生计来源，转产就业和再就业便是很好的选择。为了降低牧民对补偿期限 10 a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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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虑，解决 10 a 后的生活依靠，牧民安置区鼓励发展后续支撑产业，以从根本上改变牧民和

牲畜长期相依的生活习惯。如引进龙头企业菲菲森旺公司，借助其拥有的资金、技术、市

场、品牌等效应，发展体现减压增效和资源空间优势互补的“西繁东育”畜牧产业，吸纳大量

搬迁牧民从事基本的畜牧业生产和加工。对于参与搬迁的牧户如愿意创办私营企业或经营

个体工商业，政府放宽经营范围且免于工商注册，而且，5 a 内的工商行政管理性收费给予减

免。更为重要的，对于在玛多县实施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工程建设单位均要在较为醒

目的位置列出务必吸纳 20%以上的移民牧户为普工，否则，一票否决投标资格，以利于牧民

参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稳定可靠的非牧业生产渠道。
现有牧民劳动力就业培训和未来新生代牧民教培成为三江源区构建牧民长效转产参与

的新做法。考虑三江源区的生态建设成效的永续性更多取决于未来新生牧民的力量，玛多

县教育局展开了对教育布局的调整和易地办学的试点，为搬迁和未搬迁牧户的子女求学提

供便利。对于已搬迁的牧民劳动力，就业和再就业的培训与信息提供，成为三江源区永久转

移牧民离开草场的现实较有成效的动作。如 2006 年间，玛多县投入 100 多万元的防沙治沙

技术示范区( 66. 67 hm2 ) ，就借助对移民牧户劳动力的专技培训，吸纳了部分搬迁牧民用于

示范区建设; 2008 年玛多县又实施生态“阳光工程”，共培训搬迁牧民 200 人次，其中，将牧

民培训为科技人员的 105 人，培训为可直接对口参与相关产业实现转产的 41 人。而且，基

于牧民的教育文化、生活习惯、技能接受能力等，玛多县劳保局和工会组织还对已搬迁牧

民中有进城务工意向的开展畜产品加工、汽车驾驶与修配、传统工业、旅游业、餐饮服务

业等的培训。以上均有利于搬迁牧民的劳务输出和转产，这样，迁出的牧民除了每年的国家

补贴，还有稳定的非牧收入，稳定可靠的新的生计来源渠道就会慢慢建立。
山江湖区的农民是在内推外拉的作用下自发转产的，即贫困、务农收入低的推力和务

农机会成本高的拉力作用的结果，转产相对稳定，且持久反复性程度低，一旦转产成功将完

全降低山场的压力，稳定地获得转产收益。而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并未扮演鼓动者的角色，而

仅仅是为农民的转产提供宽松环境，如松动户籍、订单劳务、培训维权等。当然，转产减压

所带来的山场生态效应的改善也相对长效，反弹的可能性和风险程度较低。而三江源区的

牧民则不同，他们的转产离不开政府的主导和包办，内推外拉作用，在藏族传统文化、习俗、
宗教等的约束下，显得微乎其微，清贫中的富饶才发挥强的控制性态势，致使牧民的每步转

产或从事某个行业均离不开政府的直接参与和主导。因为牧民的转产不仅要为其提供相对

好学的培训技能和收益丰厚的职业岗位，而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克服清贫富饶的精神理念

的束缚。山江湖区农民的转产不仅仅涉及单个农民甚至一个家庭离开山场，而且，转产成功

后又会产生显著的联动效应，即将自己的亲朋好友也带动转产。但三江源区的牧民就单个

转产就很困难，更不用说带动整个家庭或亲朋好友，更有甚者牧民一人转产后，将自己的牲

畜，交给自己的留守家人、亲戚或邻居继续牧养，牧压并未减轻，有的甚至较以前还重。
农牧民在转产参与生态建设工程上存在转产主动与被动的较大差异。山江湖区农民转

产具有较大的主动性，是农民综合权衡从事农业和非农收入差距的基础上作出的理性选择，

而三江源区牧民转产则显示出很大的被动性，是政府和牧民在对“清贫富饶”博弈后，由政

府主导为牧民提供培训、就业、教育等机会和优惠政策下牧民被动参与的结果。当然，农

民主动转产后的生态效应因转产的稳定和持久而展现出山场压力的长效减轻，反弹风险降

低，而牧民被动转产则因参与受制于清贫富饶精神理念的控制而具有很大程度的不稳定性

和非持久性，草场生态好转后的反弹风险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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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山江湖区的生态建设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重建，农民并未脱离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

计来源，而三江源区则是采取牧民离草弃畜式的减压恢复，牧民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计来源

被割断。为此，尽管农牧民初始参与生态建设工程的行为具有共性被动性，但在农民不需要

重新建立生活来源和牧民需要建立新的生活来源的差异基础上，其参与生态建设工程的初

始响应存在较大差异:

( 1) 山江湖区农民参与生态建设的直接行为体现为投工投劳参与完成政府主导的山场

造林，而三江源区牧民的初始直接参与则体现为以少畜或无畜牧户为主的生态移民。对农

牧民被动参与生态建设的调整上，山江湖区仅需要进行山场产权明确，让农户自行参与和收

益，而三江源区的牧民行为调整并不仅仅是提高安置补偿费用和年限的问题，而更多地要考

虑牧民宗教习俗的变迁;

( 2) 山江湖区农户的间接参与是在外来力量的胁迫或冲击下自身利益最大化和产生有

助于山场恢复的响应，主要受制于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提升、养殖风险增大等的驱动，而不

是农户的自觉行为，而三江源区的牧民间接参与主要是在政府引导下传统牧业行为发生变

迁的结果，“禁牧-围栏-减畜”是适宜于草场压力减轻和不完全改变传统牧业行为的牧民间

接参与的首选响应;

( 3) 山江湖区农民转产具有较大的主动性，是农民综合权衡农业和非农收入差距的基

础上作出的理性选择，转产后的生态效应展现出山场压力的长效减轻，反弹风险降低，而三

江源区牧民转产则显示出很大的被动性，是政府和牧民在对“清贫富饶”博弈后，由政府主

导为牧民提供培训、就业、教育等机会和优惠政策下牧民被动参与的结果。转产后的草场

生态好转反弹风险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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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l Response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Participating Actions to
Government Leading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Proje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ountain-River-Lake of Jiangxi and Three-River
Headwaters of Qinghai

SHAO Jing-an1，SHAO Quan-qin2，LU Qing-shui3，HUANG Lin2，KUANG Wen-hui2

( 1． College of Geography Science，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7，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CAS，Beijing 100101，China;

3． Yantai Institute of Coastal Zone Research，CAS，Yantai 264003，China)

Abstract: The initial participating actions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to government leading ecologi-
cal construction projects usually possess certain passive characteristics． This study interviews 508
farmers’households from four counties，Mountain-River-Lake of Jiangxi Province and 151 herds-
men’s households in Maduo County，Three-River Headwaters of Qinghai Province，using participa-
tory rural appraisal method． An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initial responses of their participation to eco-
logical construction projects were understood． The interview data were analyzed by ecological time
limits method and EXCEL statistical software． These results showed: 1) The direct actions of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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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s participating i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presented that farmers provided time and labor to com-
plete government leading mountainous afforestation in Mountain-River-Lake． However，the direct
participation of herdsmen was reflected by the ecological immigrants that were constituted of the few
or no herding livestock in Three-River Headwaters． The rights of mountainous land cleared was the
main appropriate means，by which farmers’passive participation actions could be adjusted to ensure
farmers participating and benefiting themselves in Mountain-River-Lake． While，for the adjustment
of herdsmen’s passive participation actions，the main problems were more considering the changes
of herdsmen’s religions and customs，but not merely increasing the standards and years of resettle-
ment compensation in Three-River Headwaters． 2 ) The indirect actions of farmers’participation
were the responses of maximizing farmers own interests and helping mountainous land restoration un-
der the stress and shock of foreign powers in Mountain-River-Lake． They were driven by farming
opportunity cost increase and breeding risk rise，but not farmers’conscious actions． And the indi-
rect participation of herdsmen was mainly the evolvement result of traditional animal husbandry un-
der the government leading in Three-River Headwaters．“Forbidden-grazing-enclosure-reduced-live-
stock”，as the first responses of herdsmen’s indirect participation，were suitable to mitigate grass-
land pressure and did not completely change traditional animal husbandry． 3) Farmers shifted to
non-agricultural industry with the larger initiative in Mountain-River-Lake． It was a spontaneous
choice decided by balancing the income gap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non-agriculture． The ecologi-
cal effects after shifting industry presented the pressure of mountainous land were long-term re-
lieved，and a lower bounce risk could be observed． However，herdsmen shifted to non-animal hus-
bandry with the larger passivity in Three-River Headwaters． It was consequent on herdsmen’s pas-
sive participation，under the course of government providing some opportunities ( e． g．，training，

employment，education，etc． ) and favorable policies，after the gam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herdsmen for“poor and rich”． The bounce risk of grassland ecological improvement was larger after
shifting producti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study help to provide effective data and ideas support
for farmers and herdsmen participating in concentric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and pressure-relief ec-
ological restoration．
Key words: farmers and herdsmen; participating behavior; government leading; ecological con-
struction projects; Mountain-River-Lake of Jiangxi Province; Three-River Headwaters of Qinghai
Province


